淺談唐人的綠色環保意識

羅永生

    公元六五四年閏五月三日晚上八時過後, 一名中年皇宮衛士, 爬上了皇帝寢殿的門桄上, 大聲呼喊。他並不是發現了刺客, 而是警告洪水將快淹至。說時遲, 那時快, 洪水瞬眼間已經湧入宮殿, 皇帝幸好得到警告, 逃到一個較高地方, 得免於難。不過這次水災死亡的居民及當番衛士, 仍然有三千餘人。皇帝對這位日後成為將軍的衛士留下深刻印象, 除了將御馬一匹為賞外, 日後還赦了犯軍法的該將軍一命。死裡逃生的皇帝是唐高宗,救他一命的, 則是日後成為民間小說中的英雄人物薛仁貴。

    這件事情驟看似是天災, 但部份也可能是人禍。事情並不是發生在長安城中, 而是在位

於首都鳳翔府東北約一百五十里, 原名九成宮的萬年宮。這個宮殿為皇帝避暑用, 最初在隋

文帝時期由楊素監督建造, 傳說由於苦役過甚, 不少工人死亡, 至晚上往往在宮附近不但烽

火濔漫, 而且傳出哭聲, 直至隋文帝以酒奠祭後才告消失。後來唐太宗又告重修。正可能是

因為修築宮殿關係, 水土大量流失, 唐高宗遇險時似乎只下了一日雨, 便弄成水災, 可見附

近採伐過度, 環境遭受嚴重破壞。從這個角度來看, 古代官員在水災時常主張去奢從儉, 減

工役之費, 雖然往往給人的印象, 是循例以儒家治政思想作個公式化的政治表演, 實際上

卻不無起到減少人為災患的作用。

    如果說所謂建設對環境有不良影響, 古今皆然, 則奢侈浪費的行為造成的生態破壞, 同

樣可以見於史籍。隋唐時期有不少統治階級為了本身享受, 往往不惜一切, 以求與眾不同。

隋煬帝的奢侈, 早己聞名。史載他為了修飾本身巡幸的車馬, 向天下州縣徵取各種奇珍異物

, 特別是「骨角齒牙, 皮革毛羽」一類, 說當時「水陸禽獸殆盡」, 或許誇張, 不過說當時

一些珍禽異獸, 例如翟雉和白鷺鮮的價格暴漲, 大概並非過言, 唐高祖在立國不足一年便下

了一道罷貢異物詔, 與此也不無關係。但不足一個世紀之後, 類似的情形又再度出現。唐高

宗的孫女安樂公主利用各種不同鳥類的羽毛, 織成兩條毛裙, 「正看為一色, 旁看為一色,

日中為一色, 影中為一色; 百鳥之狀, 並見裙中。」大概這條別創一格的裙子風靡一時, 她

又利用獸毛, 按照動物本身形狀做馬鞍蓋子, 而她母親韋后亦不甘後人, 但用的是鳥毛, 韋

后的妹妹則做了豹頭枕、伏熊枕等為迷信之用, 從名字看來大概也是用動物為材料。總之,

韋后母女家人成為使用動物製利品潮流的領導人物, 倒楣的卻是中國南方的雀獸: 「江嶺奇

禽, 異獸毛羽, 採之殆盡。」  這也是後來玄宗朝初, 以姚崇、宋璟等人為首的朝廷, 極力

推崇儉樸的原因之一, 史載自此之後, 「採捕漸息」, 他們的主張, 可說間接保護了奇珍禽

異獸免於絕種。但未知是否這個原因, 九世紀初的元和九年時, 出現了官員捕養狐兔去提供

貢物的情形, 不過最後亦被朝廷命令禁止。(《冊府元龜》160)

    姚崇、宋璟等開元名臣, 如果有今日的所謂環保意識的話, 主要原因, 相信是他們開始

注意到京師地區由於過去開發過盛, 木材開始短缺。秦始皇建造阿房宮的時候, 曾經從楚、

蜀大量採伐木材, 東漢的豪族, 也用江南的楠木作棺材。隋文帝之後, 皇室宮殿多建於洛陽

, 而隋煬帝建東都和武則天修明堂的木材, 都是來自江南, 相信不單是因為特殊需要, 更是

因為關中缺木。事實上, 相對中原未開發的閩西寧化在隋末唐初, 已經有人 "開山伐木, 泛

筏于吳, 居奇獲嬴" (《同治寧化縣志》卷一建邑志), 相信與隋煬帝時代的大事建設, 影響

全國。唐代前期兩京繁榮, 建設更多, 需材更甚, 情形自然沒有改善。例如唐朝後期德宗需

要大松修神龍寺時, 有人告知他京畿地區的同州山谷發現數千株八十尺大樹, 他卻不予置信

, 因為在他的認識中, 開元、天寶期間在京師一帶已找不到「美材」(《資治通鑑》350, 《

太平廣記》239)。他的理解, 縱然或因在皇室長大的限制而可能與事實有所偏差, 但說這是

當時不少人的印象, 卻應該不錯。長安的富人王元寶雖曾以[終]南山的樹的數目來誇耀他的

家財(《太平廣記》46), 但唐代京師大樹木, 無疑愈來愈少, 唐敬宗後來在京師造龍舟類的

競渡船, 要從南方輸入原木 (《冊府元龜》547)。洛陽也似乎有類似情形, 朱全忠為了逼唐

昭宗遷都洛陽, 便把長安宮殿和政府官舍以至民居的木料拆掉, 運往洛陽, 便可能是因為木

材不足之故。

    雖然一般樹木不一定可用於建造, 但仍然有其他用途。長安城內街上和禁苑中的不少樹

木, 便在唐朝初年被唐高祖李淵下令斬掉, 以換取布帛, 作為政府的支出。(《冊府元龜》

卷四八四) 當然, 不是每個皇帝都一切亂伐樹木。隋文帝時遷都時, 不同意去掉舊村門的一

棵大槐樹, 據說是因為他父親曾在樹下休息(《舊唐書》37), 不管他是否意識到當時樹木開

始稀少有關, 這棵老樹得以保存至唐朝, 為人所知, 成為佳話, 可見唐代京師內外雖然有大

量槐樹 - 白居易給張籍的詩中, 就曾有「迢迢青槐樹, 相去八九坊」之句 - 但老樹或許不

多。唐朝官員中最有名的堅持綠化官員, 大概是德宗時的渭南縣尉張造。由於「取材不易」,

當時政府有意斫取由長安通往洛陽這修官道上的槐樹來造車。張造接到命令後, 並不同意,

他回了一封文書, 指出這些「東西列植、南北成行」的樹木曾經造福不少人, 他把高祖和玄

宗與這些樹的關係搬出來作為保存它們的理由, 但他的主要論點, 其實在於「拔本塞源, 雖

有一時之利; 深根固蒂, 須存百代之規」。這些樹因此得以保存下來, 張造後來亦調任京官

。(『唐國史補』上)

    張造的事蹟有一點值得注意的, 是朝廷在主張把槐樹斫取的同時, 未忘「更栽小樹」, 從

中可見, 植樹在多數官員心中, 還是理所當然的。事實上, 隋唐中央政府中尚書省下工部中

有虞部, 其中的一門工作, 便是專負責掌京城街巷種植, 不過大概他們官位不高, 人數有限

, 權威不足, 因此出現了其他官員過問其事務的情形。開元末年, 兩京道路並種果樹的命令

, 便由專使負責。到了和張造任渭南縣尉差不多同時的貞元年間, 又有京兆尹不同意有關官

員以榆樹去補足官街樹缺的意見, 而主張種槐樹的例子。(《唐會要》86)

    毋庸諱言, 重視植樹並非始於唐朝, 不過唐朝的確可以找到十分多的例子, 去說明當時

人如何重視植樹。柳宗元所寫的《種樹郭橐駝傳》為人熟知, 這雖然是借題發揮其政治見解

的文章, 但文中的主角, 一位精於植樹技術的駝背老人, 相信不是無中生有而實有所本, 透

過他的生活可以看到當時京師植樹的發展。柳宗元能夠找到這一題材去發揮他的時事觀, 應

該與他本身亦酷好花木果樹有密切關係。他被貶永州後, 在茅檐下栽竹, 在屋前植靈壽木,

一一以詩紀事, 雅興不淺。他到了柳州任刺史後, 栽柑城隅, 規模更大: 「手種黃柑二百株」

(《柳州城西北隅種柑樹》)。

    除了柳宗元以外, 唐朝其餘為人熟悉的愛樹官員, 尚有在長安時「十載事樵牧」 (《孟

夏思渭材舊居寄舍弟》、在洛陽時「栽松滿後院, 種柳蔭前墀」(《春葺新居》) 的白居易有傳說他在杭州時, 凡犯法者必得先在西湖邊栽三樹, 始行判刑。若真有其事, 或許可以

視為現代以社會服務作為一種刑罰的先驅。李賀有《莫種樹》的詩, 句謂: "園中莫種樹,

種樹四時愁",  詩人因見到樹的四時榮枯而希望不必種樹, 只反証了當時植樹的普篇。宋朝

初年把勸課栽植作為官吏考績的內容之一(《宋大詔令集》183) , 或許正是受到唐朝這種愛

護自然傳統的影響。 但唐朝植樹的不只是官吏, 也包括百姓。《酉陽雜俎續集》卷二便記載了驛西的百姓王申, 手植榆於路傍成林, 夏天還供應茶水給路人。

    王申很可能是位佛教徒, 正如日本學者道端良秀指出, 種樹和果園是《佛說諸德福田經

》所推崇的事業, 是佛教的一種社會救濟事業中。一個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明遠, 他為了防治

淮與泗水的氾濫, 與地方官共謀免於水害對策, 洽議數植松、杉、楠、檜等數萬株, 以為防

治。宗教信徒植樹造福世人外, 自不忘美化寺院。隋唐宗教名勝中樹林勝景特多, 也是當時

一大特色。唐詩中描述寺院幽靜的句子不少, 王維的「古木無人徑, 深山何處尋」 (《過香積寺》) , 便是膾炙人口的名句。應該承認, 寺院地點因為經過特別挑選, 通常都環境秀麗,

得到先天之利, 例如唐高宗為母親追福而建的大慈恩寺, 雖然在長安市內, 亦「挾帶林泉,

務盡形勝。」(《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但佛家思想中的愛生道理, 相信也成為這些寺院

長期能夠保存清幽, 成為後世名勝的原因。慈恩寺環境雖然已經不錯, 但該寺的法力上人,

曾在寺中手植白牡丹、柿樹。更有趣的是殿庭的大莎羅樹, 是「安西所進」 (『酉陽雜俎續

集』卷六) , 不管所進的是和尚又或外國的官方代表, 外國人士顯然了解到唐代佛教寺院有

植樹傳統, 始會帶來這種禮物。與域外佛教關係密切的玄奘, 據說往西域取經前曾在一寺院

中手摩松枝, 請該松在他西去時西長, 而回國時則東長, 後來松樹西長多年後東指, 果然是

玄奘回國之時, 松樹亦得名摩頂松。(『獨異志』上)  另外, 當時的南素和尚院, 庭有青桐

四株, 是「素之手植」。(『酉陽雜俎續集五』)這些故事, 多少反映了寺院中部份樹木由僧

人栽種的實際情況。寺院給人古柏森森的印象, 應該不全是偶然, 亦是佛道信者有意栽種的

成果。

    唐人不單愛植樹, 也愛種花。早有學者指出唐人特別喜愛牡丹。在寺院、公署和達官貴

人的宅第都可見, 主要原因是牡丹代表富貴。在人人喜歡牡丹的情形下, 出現移植、買賣及

品種改良的現象。(參李樹桐: 《唐人喜愛牡丹考》)  種花在有錢人家的居宅最盛, 如『酉

陽雜俎續集』卷二記東都尊賢坊田令宅, 中門內有紫牡丹成樹, 發花千朵, 但唐人喜愛的花

不只牡丹, 上引書卷九又記衛公平泉莊有黃辛、紫丁香、本來尚有同心蒂大芙蓉。而喜受花

的人也不只達官貴人。東都敦化坊一位百姓家中有木蘭樹, 色深紅, 後來賣給一個觀察使看

宅人, 相信也是百姓。(同前引)  唐朝兩都的樹木或許較過去少, 但花卉數目則不但不減,

還應有增, 在種類上更是如此。杜甫《陪鄭廣文游遊何將軍山林十首》之三便以從月支到來

的王子比喻從中亞來的異種花。

    雖然史朝中可以見到唐朝不乏愛樹惜花的記載, 但總的來說, 對自然生態的破壞, 看來

還是多於保護。大概由於洛陽賞花的狂熱, 對稀有品種的需求劇增, 以致當地的賣花者也發

現, 「嵩山深處有碧花玫瑰, 而今亡矣。」(『酉陽雜俎續集』卷九)  佛教可能有重視自然

的思想, 但佛教本身的寺廟和其他建築, 卻是需要大量木材來建成的。

    隋唐之際, 和今日一樣, 有不少人並不愛惜自然, 因為各種原因, 大量浪費, 引致自然

環境多加破壞。但與此同時, 亦有人持反對意見, 主張節儉, 而植樹種花, 更是當時不少人

的喜好。他們的動機與今日愛好自然者或許不完全一樣, 他們亦不一定有今日環保運動者的

危機意識, 但他們間中見到合理的利用資源和保護自然的思想, 與現代人的主張, 郤不乏相

通之處。他們的經驗, 不管是正面或負面的, 儘管事隔久遠, 相信未全去失去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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